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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番婦入省”與澳門女性社會的發達，本為歷史取向截然相悖的內容，卻在清朝閉關政策的作

用下奇妙地發生了關聯，閉關政策作為一種惡性施政卻在澳門引出意想不到的良性結果。外籍婦女居

澳的合法化促進了澳門城市功能的重大轉型，造成澳門女性社會的畸形發達和廣州商館成為外籍單身

漢的“大本營”，由此加促澳門成為一個眾多人種、民族、宗教、語言、人文精神和風俗習慣混雜共

處光怪陸離融合開放的特殊社區。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使澳門不再享有來華外國婦女唯

一合法居留地的地位，澳門女性人口畸多和女性社會異常發達的狀況因此而有了很大改變。

女更是少見，即便有少數來華洋婦，也基本能循規

蹈矩，要麼停留船上，要麼滯留澳門。清朝立國後

繼承這一政策，1647年9月7日戶部同意兩廣總督佟

養甲的奏請：倣明朝故例，“止令商人載貨下澳貿

易可也”（3）。但明末清初對來華外商的政策尚未定

型，迄18世紀40年代之前，中國政府對外人入澳實

際上沒有一定規例，政策隨意性很大。如1725年，

清廷命令“其無故前來之西洋人一律不許（在澳

門）容留居住”（4）。但到1732年，鑒於來華外船停

泊黃埔，造成“他族逼處”省會的局面，廣東督撫

轉而建議來華外船的停泊點改在澳門，“臣等詳查

澳門原係內地，西洋人不過賃居，豈容澳夷視為己

物？如云澳門為西洋人之地，不便容別國洋艘停

泊，豈黃埔內地顧可任其久停耶？”提議從當年

起，外船“在澳門海口拉青角地方與西洋澳夷船同

泊”（5），此議得到清廷批准，但未得到認真執行。

待到1744年，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印光任又有具議上

請：“凡貿易民人，悉在澳夷牆外空地搭篷市賣，

毋許私入澳內，並不許攜帶妻室入澳。責令縣丞編

立保甲，細加查察，其從前潛入夷教民人，並竄匿

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報回籍。”（6）勒限入澳

的禁令試圖使澳門“夷人混雜”的狀況有所改觀，

關於清朝閉關政策與澳門女性社會發達之間的

關係，幾年前曾撰一篇拙文附帶言及，但未能展開

專門論證和深入研討。（1）近來閱讀史料，深感這是

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此地（中國大陸）施行的某

項舉措（閉關政策）會在彼地（澳門）引出巨大的

反應；而在此地屬於一種惡性施政（閉關政策將中

國自絕於外部世界，是造成18世紀中葉之後中國落

伍的最重要原因，於此，學界已有定論）卻在彼地

意想不到地引出了良性結果（18世紀中葉之後澳門

城市功能發生了新的轉型，堪稱是澳門史上的第二

次開埠（2））。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地匪夷所思又具

有深刻的內在關聯，歷史的鏈條便是由這樣一節節

連鎖反應的環節邏輯地組串起來，歷史的軌跡便是

如此這般地充滿了異常豐富的辯證內涵。

“禁番婦入省”政策的出臺

地理大發現使人類的歷史由區域擴大為全球，

使各地區人們的互相往來成為可能並且必然。明季

有西洋商人來華，明政府耽心其擅入廣東省城，易

激起事端，故頒令外商祇得在澳門交易，不得進入

廣州。其隨行來華的“番婦”也祇能停留船上。是

時中國與西方的交往不多，遠涉重洋來華的西洋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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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造成另一方面的後果，就是居澳不成的“夷商”

竟然違反清廷不許在廣州“住冬”的禁令，悄悄地

在“十三行”“列屋而居”。到了18世紀中期，隨

妷中西貿易的遽增，來華的外人增多，“番婦”隨

行進入廣州商館的問題開始顯露，這自然是清政府

更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從1746年開始，清朝當局

對商民居澳政策有若干調整，這年清朝兩廣總督下

令禁止“番婦”進入廣州，所有西方婦女祇准停留

澳門（7），表明清朝當局已經開始考慮以政令形式明

確地把澳門當作是西方婦女來華的暫時居處。

清政府嚴防“夷婦”進入內地，還與“禮儀之

爭”後清朝“禁教”政策的日趨嚴厲有關。“禁

教”政策實行後，澳門成為清政府驅逐外國來華教

士的容留地，成為西教入華的大本營，又特別是女

性身入教會更與風化相關。在清朝當局“禁番婦入

省”的同一年即1746年，在福建的福寧府查出“有

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婦禮拜誦經，又以番銀

誘騙愚民，設立會長，創建教堂，種種不法，挾其

左道煽惑人心，甚焉風俗之害”（8）。在此前後，在

福州、泉州、漳州、興化等沿海各州縣，均發現有

“入教之人男女無別，混然雜處，有傷風化”（9）；

而在廣州也查出“有女天主堂亦八處，招集兩千餘

人矣，羞辱中國，傷風敗化”（10），朝廷當即密諭各

省地方官嚴查。澳門為西人進入最主要的通道，自

然是稽查的重點。1746年12月17日，香山知縣張汝

霖報告：“惟澳門一處，唐夷雜處，除夷人自行建

寺奉教不議外，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

進教，一係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

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

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

女而長子孫。”對這些在澳門與外國婦女婚配者，

張汝霖認為最難處置：“其妻室子女若令離異，似

覺非情；若以攜歸，則以鬼女而入內地，轉恐其教

易於傳染。”故而張汝霖建議，對於與澳門“鬼

女”婚配之人，“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番衣

者，勒令易服出教，均俟鬼女身死之日，攜帶子女

回籍”。但在西洋妻子未身故之前，不得進入內

地，將禁止洋婦進入內地的查限範圍從洋婦自身擴

大到與其婚配的華人男性。朝廷接到張汝霖的轉奏

後，原則上同意，祇是加大了控制力度，要求“或

娶有夷婦及生有子女者，亦許令自首，一一開明原籍

住址、本姓的名造冊，由司複核，詳候察奪，務須

實力奉行，不得虛應故事”。1747年4月1日，張汝

霖親至澳門，督令葡澳當局查封專事向中國人進行

佈教活動的聖阿巴羅修道院（中國人習稱“唐人

廟”或“進教寺”），並在澳門通衢各處張貼告

諭：“在澳民人有私習其教及現服夷服者，遵照示

諭，准其自首，改裝出教，免治其罪。或娶有夷婦

及生有子女者，亦許自首在案。”（11）從宗教和教化

的因素考量，也是清朝統治者推行不許外國婦女進

入內地的一個重要因由。

在各種情勢的推動下，1749年，清朝當局頒佈

著名的〈澳門善後事宜條議〉，條議分別以漢文和

“番字”刻石，中文碑置放於澳門香山縣丞衙門，

葡文碑置放於澳門議事會，“於澳門通衢處所曉諭

令，務使漢夷咸知凜遵，安分守法，以除積弊。”

條議的第十一款明確規定：“禁夷人出澳。夷人向

例不許出澳。今多有匪夷藉打雀為名，或驚擾鄉

民，或調戲婦女，每滋事端，殊屬違例。該夷目嚴

行禁止，如敢抗違，許該保甲拿送，將本犯照違制

律治罪，夷目分別失察，故縱定議。”（12）此條款引

人矚目地將過去禁止外人入澳的政策改變為禁止外

人出澳的政策。1750年，廣東當局通知葡澳當局放鬆

禁令，准許經中國官府批准的外商在澳門“住冬”。

但此項禁令卻在清朝官員內部引起異議。署香

山縣事張甄陶便很不以此舉為然，鑒於“向來各番

從無帶人口入內地之例，近來乃有一二番舶將婦女

載入內地，經前制憲行司查議，許其寄搭澳門居

住，回船仍載出口”的狀況，1750年，張甄陶寫呈

〈制澳夷狀〉，顧慮於“番婦在行，民夷難處，恐

滋意外”，提出由朝廷頒諭不許外國婦女“入口，

萬一仍有無知番人將婦女入口者，即責令行家看

守，以洋行住一番婦，料無大事，不可聽其寄頓澳

門”。張甄陶所着眼的是將來華的外國婦女圈住在

廣州商館，便於管束，從而防止因各國“番婦”入

居澳門，“由寄頓而探視，由探視而親熱”，進而

和澳門葡人形成聯手局面。（13）澳門當時屬廣東香山

縣的轄屬，張甄陶應該說是更多地站在自己轄區的

角度來考慮，其建議和當局施行的措置截然相反。

雖然提供了另一種思路，但張甄陶畢竟人微言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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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議若是採行將對廣東省城帶來更多的“威

脅”，因此為當局所不用。

1751年發生的“老連案”更是堅定了清政府

“禁夷婦入省”政策的實施。這年的7月8日，荷蘭

商人亞畢時（又稱“老連”）乘坐舢板攜帶“番

婦”一名和“番女”兩名隨從澳門進入廣州瑞豐洋

行居住。該事當即引起以粵督陳大受為首的廣東地

方官員的嚴重關注，表示按例應當驅逐出境，但考

慮到亞畢時身份為船主大班，並且是從澳門進入

“省館”，因而“姑從寬典，以示聖朝懷柔之

意”，僅飭令亞畢時將“番婦”帶至澳門寓居，等

荷蘭商船離華時一同回國（14），但同時申明下不為

例。為以儆傚尤，防止同類事件再度發生，廣東布

政使等專門頒佈規例，曉諭中外：“嗣後有夷船到

澳，先令委員查明有無婦女在船，有則立將婦女先

行就澳寓居，方准船隻入口。若藏匿不遵，即報明

押令該夷船另往他處貿易，不許進口。倘委員徇隱

不報，任其攜帶番婦來省，行商故違接待，取悅夷

人，除將委員嚴參、行商重處外，定將夷人船貨一

併駁回本國，以為違反禁令者誡。”（15）1751年的規

定使外國婦女入澳居澳得到中國政府更正式的允

准，具有了某種法令性質。須注意的是，清政府這

時仍實行廈門、雲臺山、舟山、廣州四口開放制

度，也就是說，清政府甚至在實行一口通商制度以

前，就已經厲行對外國婦女的查禁制度，“禁番婦

入省”是清朝閉關政策諸多施政中較早推出並實施

之的一項內容。廣東當局的這一條規同時亦為外國

婦女留居澳門開了合法化的口子。

澳門作為中國領土之一角，中國政府有權對其

進行管理，同意入澳從本質上看也就是同意進入中

國某一特殊地區，但進入澳門畢竟又與進入中國內

地有很大差別。

禁止外國婦女進入廣州的法令頒佈後，廣東臣

僚大多均能認真執行，澳門成為中國官方對自行進

入中國大陸的外籍婦女的遣返地。1769年，有英商

菲臣私帶婦女進入廣州被當局發現，當即“將該番

婦押往澳門”（16）。1825年3月，英國散商船“拉卡

薩號”在海南島海面遇難，船上大副的妻子莫利夫

人（Mrs.Morley）獲救後乘中國帆船進入廣州，英

國東印度公司駐華代表得訊後立即向中方解釋她是

“不知道有甚麼禁止外國婦女前往廣州的章程”，

莫利夫人也很快遵照中方的規定轉移到停泊於黃埔

的英國商船上。1 8 3 0 年初，英商懷特曼（J . C .

Whiteman）攜妻進入廣州商館，在中方抗議下，2

月11日，該夫婦被迫遷往澳門。同年4月，丹麥船主

耶魯爾夫（Capt.Kierulf）之妻來穗，兩廣總督認定

“夷婦違反章程”，勒令退返澳門。在此同時，有

三名外國婦女從澳門潛穗“參觀英國商館”，廣東

當局“諭飭洋商驅逐”，甚至以“封艙”相威脅，

“強制她們立即離去”。（17）1830年10月，英國東

印度公司駐華“管貨人委員會”主席（中文習稱

“大班”）盼師（William Baynes）公開帶妷妻子和

葡萄牙籍婢女從澳門進入廣州，引起中方的強烈反

應，爆發了鴉片戰爭以前中外之間關於“番婦入

省”問題最嚴重的衝突——“盼師案”。盼師夫人進

入廣州後，兩廣總督李鴻賓隨即命令廣州知府轉飭

總行商伍受昌令其退回澳門。（18）英方則向廣東督、

撫、將軍和粵海關等四衙門提交了抗議書，謂“根

據英倫法令，每個男人祇能娶一個妻子，因此在諭

令上所稱的所謂外國婦女就是外商的婚配妻子。公

司工作人員每年需要六個月或更長的時間留在廣

州”，如不許攜帶夫人，實在不合情理，要求准許

外國婦女住館。廣東官憲對此“嚴行駁斥，諭以仍

遵舊制，毋得稍違”。（19）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英

方從停泊於黃埔的外船上召集武裝水手百餘人攜帶

槍炮登陸進入商館，中方也派出部隊戒備，雙方劍

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英方百餘人的武裝根

本不可能與中方抗衡，更由於貿易所繫利之所在，

東印度公司方面對盼師並不支援，盼師等也不能為

所欲為。英國武裝人員稍後即撤回黃埔。盼師夫人

也以盼師“素患痰疾，屢發未癒，現需番婦調護，

懇俟稍愈，遣令回澳”為由在稍作停留後返回澳

門。（20）事發後，廣東方面向朝廷通報說：“現在英

吉利國大班盼師復攜帶番婦來至省城，⋯⋯經臣李

鴻賓諭飭洋商即將番婦驅令回澳。⋯⋯現仍嚴飭速

將番婦押往澳門，存留炮位悉運回各船防守，如果

遵辦無違，臣等仰體聖主懷柔之意，仍准其如常貿

易；倘敢延抗，即遵照上年諭旨嚴行驅逐，絕其貿

易，斷不敢稍從遷就，致長頑夷刁風。”（21）但朝廷

批覆所要求的卻更加強硬：“今該夷等擅違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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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保等務當嚴切曉諭，令其遵守舊章，嗣後不得稍

有違犯，致干禁令。倘仍敢延抗，即當設法驅逐，

示以創懲亦不可稍存遷就，總須酌籌妥辦，欲懷柔

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體制，方為至善。”（22）

“盼師案”給朝臣的刺激頗為強烈。1831年4月

19日，工科掌印給事中邵正芴就這一事件連上兩道奏

摺，奏摺後附有外商違例的八條清單，其中有多條牽

涉澳門。（23）朝廷對此奏摺相當重視，感到“以上各

情節於海疆重地大有關係”，第二天即排除有牽連嫌

疑的廣東原有官員，單獨指示新任廣東巡撫朱桂楨，

要求“逐款嚴密訪查，據實具奏，毋許含混”。（24）

6月27日，朱桂楨回奏，稱已令藩司桂良派人到澳門

調查，結果是盼師夫人進入省城澳門當局並沒有協助

的情事，主要是盼師個人所為。來華的“夷婦”主要

還是“寓居澳門西洋鬼樓”，僱傭的乳媽、婢女也是

“西洋貧苦妻女”，沒有漢人參與其間。（25）

其實，在邵正芴要求嚴肅規矩之前，廣東當局已

經注意到這個問題。1831年3月19日，廣東大僚會同

擬定並向朝廷奏報了〈防範夷人章程八條〉，這個章

程基本上是對1751年的〈禁番婦入省條規〉和1759年

的〈防範外夷章程五條〉的重申，但規定得更為具體

嚴格，有關外國婦女的條文是：“夷人私帶番婦入

館，及在省乘坐肩輿，均應禁止也。⋯⋯嗣後應嚴諭

各國大班夷商，不許攜帶夷婦至省居住。倘敢故違，

即停其貿易，並即押令回澳。一面責成關口巡查弁

兵，如遇夷人攜帶婦婢赴省，即行攔阻截回。”鑒於

盼師曾帶澳門的葡籍婢女同時入省，又特意規定，受

僱於外人的葡萄牙婦女也祇准在澳門居住，不得潛往

廣州，如有違反，惟葡澳當局是問，使葡澳當局不敢

玩忽。（26）此後十來年，再沒有發生過葡籍婦女進入

廣州的事件。1759年4月27日，朝廷批准了這一章

程，並責成“該督等嚴內地之成規，杜外夷之滋

事，⋯⋯倘辦理不能妥協，將來該夷商輒敢再違禁

令，致生事端，惟該督等是問，勿謂告誡之不早

也！”（27）章程的頒行使廣東的官員、士兵、行商乃至

葡澳當局對外國婦女進入廣州等事都負有連帶責任。

從此，清政府對“夷婦”通過澳門進入省城的

問題採取了更嚴厲的立場。而中外在洋婦入穗問題

上的爭執也更加激烈。1834年7月15日，英國駐華商

務監督律勞卑（W.J.B.Napier）抵華，將妻女安頓於

澳門後，在男性隨員陪同下進入廣州商館。但清朝

方面仍不放心，兩廣總督盧坤接報後，“即咨會水

師提督派撥舟師，於虎門等處海口巡防，並行各炮

臺弁兵嚴密防範，不准該夷兵船進口及番婦人等來

省”（28）。粵海關監督中祥還向行商發佈命令，將過

去頒發的章程中較重要的部分重加制定，並命其加

緊執行。其中之一便是：“不准私帶外國婦女進入

廣州，膽敢故違，立即停止通商，並將此等婦女強

制送還澳門。”（29）其後，每當英方更換商務監督，

清政府每每要向其重申禁令。1835年3月8日，經道

光皇帝批准，盧坤等又推出〈防夷新規八條〉，規定

“容留隱匿”“番婦”“至省”者，“照私通外國例

治罪”；官兵未能查出者，也“照失察故縱，從重究

處”。（30）清政府嚴禁西洋婦女進入大陸的政策一直

貫徹，直到鴉片戰後才有所改變。（31）

在清政府對外國婦女嚴查厲禁的背景下，發生

了諸多中國與西方的衝突，也演生出一些令人啼笑

皆非的故事，如並非所有來華西人對此禁令都予以

反對，它給某些家庭不幸的人就提供了一種冠冕堂

皇的藉口和庇護。有一不無幽默的實例，“那個婚

姻不幸的畫家喬治．軒拿里（George Chinnery又譯

錢納利），當妻子從加爾各答來澳門同他團聚時，

就逃到廣州”。他“收拾好一個箱子，準備隨時拿

起來就可以逃到省城，如果，按他的話來說是‘我

的塔麗雅（Thalia）想讓我吃一驚的話’。有一兩次

他真的逃到（廣州）這個安全的避難所來了，直到

威脅解除才回澳門去。”他自稱其妻子是“他一輩

子裡見過的最醜陋的女人”，他由衷地感慨：“這

中國政府真是個仁慈的上帝，它不許那些娘們到這

裡來打攪我們。安排得太妙了！”（32）當然，類似於

軒拿里的情況祇能是少數。

外籍婦女定居澳門的合法化

清政府對外政策的變局牽動了對澳門措置的變

化，清政府因此與葡澳當局展開交涉。1750年，中

方正告葡澳當局：如再不許外人進入澳門，那麼，

葡澳應該把“准許任何外國人在澳門居住的專有

權”移交中方，也就是說，不但西方婦女要在澳門

居留，所有外人也必須允准在澳居留。（33）這次命令

與以往不同，顯得格外嚴厲，而且它不是人存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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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隨意性的臨時舉措，而關乎清朝此時的重

大國策轉移，亦即閉關政策的開始推行。澳門成為

清朝閉關政策的配套環節，即此方禁止，必須在彼

方開一口子，否則來華外人無地居留，正常外貿無

法進行。這對澳門開放形成強勢推動。

反觀澳門方面，儘管從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佔據

澳門後，即陸續有除葡國婦女以外的別國婦女在澳居

住，但那祇不過是屬於私潛暗藏性質的行為。葡澳當

局在禁止除葡人外的各類“外夷”入澳的問題上，採

取了比中國政府更沒有通融性的一以貫之的不歡迎態

度，即長期實行不許外人入澳的封閉政策。1718年5

月7日，出於對澳門缺少葡籍居民，而違規私入澳門的

外人相對增多的擔心，葡印總督專門頒令禁止澳門修

道院接收女信徒，勒令這些準備獻身上帝的女性還

俗，與澳門的葡籍男性結婚（34）；1731年1月23日，葡

澳總督下令將違規進入澳門的外國船隻驅逐出境；

1733年1月23日，澳門議事會出於外人到來會“敗壞

風俗”等因素的顧慮，拒絕了清政府提出的允許外商

在澳門集中貿易的建議；1745年3月22日，葡王若奧五

世頒令禁止外人在澳門結婚，以逼使他們離去；1746

年3月9日，葡王室發文禁止外人在澳門停留（35）。

對清政府要求來華外人居澳的強制性命令，葡

澳當局面臨兩種選擇，一是修改先前的施政，因應

時勢開放澳門；二是繼續排斥外人，這勢必與中國

政府形成對抗，葡澳是否有力量繼續這種對抗卻大

成疑問。澳門的主權歸屬中國，葡萄牙人也祇是

“借居者”，他們越俎代庖的排拒之所以能夠在相

當時間裡得逞，是因為此前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尚無

定見，而今大政方針既定，葡方難以抗拒。

1757年1月15日，澳門總督高定玉（António

Pereira Coutinho）重申對外人的〈王室禁令〉，但

允外人路過澳門“等待交通工具時”的逗留（36），表

明其立場已經出現動搖。同年2月9日，是澳門城市

轉軌的重要一天，在高定玉到場的情況下，議事會

議決：“為了向外國人表示好客，而准許他們暫時

在澳門居住。”（37）澳門的房主可以租房給外國人，

特別是那些“作為各國某種意義上的代表人物之各

公司的大班”。這些決議為葡屬印度總督批准。這

是對葡方幾百年來不歡迎外人入澳政策原則的修

改，聯繫到兩個月後（1757年4月10日）清廷採取的

關閉其它口岸實行廣州獨口通商的政策推行，那

麼，葡澳議事會作出的那一紙決定的意義就愈發重

大深遠了。大陸的其它口岸封閉，祇留廣州，西人

又不能在廣州久住，而須留居澳門，澳門從而實現

了其城市功能的轉型，由葡萄牙的貿易港向所有來

華西人居留消費地的轉變。

1761年法國和荷蘭的商行由廣州遷到澳門，一

兩年後丹麥和瑞典商行也在澳門立足。1765年，葡

印總督允許法國東印度公司代表在澳門落戶。（38）

1769年1月24日，議事會批准“英國私人的准照申

請”，標誌着英國散商居澳的合法化。1765年，英

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始有在澳押冬者，⋯⋯並有攜

家來，不肯歸國者”（39）。177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

董事會同意公司人員和機構的駐澳行為，兩年後，

公司在廣州貿易“休閒期間”居澳的申請得到澳門

方面的批准。（40）1792年，西班牙人獲得在澳居留

權。之後，美國等也獲得了此項權利。（41）來華的外

僑們很快就喜歡上了澳門這塊土地，正如一位當時

長期居住在澳門和廣州的美國人所描繪：

澳門自1762年以來，一直是廣州的外國僑

民的避暑勝地。

外國客人們來到創建於16世紀前半期的葡

萄牙古城澳門，都很喜歡它那寧靜安謐的生

活，它那華美的氣氛以及可愛的氣候。即使他

們不懂得引用愛爾汗布拉宮的銘文說，“假如

地上有一座樂園，它就在這裡！”也該會說句

大實話：這裡真是舒服極了。

世界上能有這麼好的景致，而且在地理

上、歷史上、政治上都如此饒有趣味的城市，

總共沒有多少個。如果再加上它有益健康的氣

候、晴朗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氣，這就難怪許多

“老廣州”（長期在穗進行貿易的外僑的自

稱）選擇它作為他們永久的住處了。（42）

各西方國家來華的婦女由此獲得了在澳門的合

法居住權。181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華委員會首

次採取將管理下的英國人的日常生活情況登錄在冊

的作法。這年的登錄專案有：5月9日，商館管事勞

森（Boyd Lawson）與女傭費思曼（Elizabeth

F a i t h m a n）舉行婚禮。在6月2 9日，馬禮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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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Morrison）與瑪麗（Mary Morrison）的

女兒誕生，並於同年7月19日由她當牧師的父親命名

為“麗貝卡．馬禮遜”（Rebecca Morrison）。7月

18日，大班咸臣（James Brabazson Urmston）的幼

子出生，隨後被命名為“將基”（G e o r g e

Brabazson）。而從印度孟買來澳的一個小女孩則被

命名為“瑪麗亞”（Maria）。9月12日，公司駐華

委員會第二主席剌佛（J. W. Roberts）帶着他的新

娘來到澳門，第二年的1月3日，育有一子。上面記

錄的全部婚配、生育行為都在澳門。（43）

外人特別是外籍婦女入澳的合法化造成了一種

獨特的澳門景觀：就是澳門女性居民的人數大大超

出男性。應該說這種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在澳門早

已存在，1730年，葡澳總督向廣東當局的人口報告

是：“夷人5 1 7 ，夷奴6 6 6，夷婦1 3 9 7 ，夷婢

999。”（44）女性人數已顯奇多。到1810年，這種比

例差距愈發拉大：白種男人1172，白種女人1846，

男性奴僕426，女性奴僕606。而1821年的統計居然

是：有葡萄牙血統的15歲以上的自由臣民為604，15

歲以下的為473，奴隸537，婦女2,693，這個數位不

包括186名軍人，19名修道士和45名修女。1830年的

統計數位是：白種男人1,202，白種女人2,149，男性

奴僕350，女性奴僕779。“此外還有各個等級的男

人38人和婦女118人”。而同年6月1日《廣州紀事

報》提供的數位更為懸殊：以葡籍為主的外國婦女

有2,693，而葡籍15歲以上的男性僅為640人。在這

些統計資料中，大概以1834年的統計最為詳細和準

確，這年12月澳門的葡籍人口數目是：總人數5,093

人，其中女性為3,137，男性為1,956。具體的區域分

佈是大堂區（Parish of St. Peter）：白種男人660，

男性奴隸147，白種女人1,057，女性奴隸383；風順

堂區（Parish of St. Lawrence）：白種男人547，男

性奴隸257，白種女人834，女性奴隸305；花王堂區

（Parish of St. Anthony）白種男人280，男性奴隸

65，白種女人415，女性奴隸143（45）。無怪乎美國

歷史學家馬士（H.B.Morse）要作出如下結論：“這

種男女人數間的不均衡，雖然是殖民地中少見的，

卻正好說明了當地的特性。”（46）一時間常年在澳門

城內活動的多為女性，是時的景觀是：“朝來禮拜

三巴寺，百千夷女紛成群。西夷久住風貌變，祇有

妝束仍夷人。”（47）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奇怪，其原

因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因為外籍的男性多為流

動者，真正的長住人員不多，許多都是臨時來澳人

員。如1820年，僅祇英、美兩國來到廣東海面的商

船就有70至90艘，這些船上的船員就有兩、三千

人。（48）除商人和海員外，澳門還成為西方教會人

士、軍事人員和各國來華官員的居地或駐留地，而

這些人員同樣多為男性。與此對照，澳門的女性卻

往往是長住的，即常駐的女性圍繞妷臨時來澳的男

性。第二個原因是清政府對外商實行嚴格約束的政

策所導致，1760年，兩廣總督李侍堯特別重申嚴禁

外商在廣州“住冬”：“在廣州貿易的各國商人，

於買賣事竣船隻開行之後，所有各國派來管理貿易

之人，及有賬目未清之商販，因例不准寓居廣州，

亦赴澳門，向大西洋賃屋而居。”（49）也就是說，來

華外商在貿易季節可以居住廣州，而在貿易季節結

束後必須返回澳門。由此一來，男性居民的統計要

受到貿易、航程和季節的影響，而女性居民的統計

則不太受這些因素左右，因此就要多出男性很多。

因為上列統計是常駐人口，而不包括臨時人口，如

果將臨時來澳人員一並考量在內，實際澳門的性別

比例，並非完全就像統計的那麼懸殊。

與澳門匯聚了大批外來女性的情況適成鮮明對

照的是，在廣州的外國人又基本都是由男性所構

成，廣州商館成了外籍單身漢的大本營。據1836年

的調查，僑居廣州的有307位外國男性，其中非亞洲

籍有213人，他們中有23人是“帶有家眷”的，這些

家眷無一例外“當然留駐澳門”。（50）

鴉片戰爭前後在廣州、澳門、香港居留了二十

年的美國人亨特（W.C.Hunter）曾留下兩部關於這

一時期上述地區的觀感記述，《舊中國雜記》和

《廣州“番鬼”錄》，在前一著作中，他對鴉片戰

前生活在廣州商館中的外國人有這樣的描述：“他

們應該明白，我們這些可憐的廣州（外國）人，都

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連女人的聲音，即使你不

愛聽也罷，都是一種奢侈品，廣州政府的官員是不

允許他們的外國同性們享有的。”（51）

澳門女性社會的發達

西方婦女居澳的合法化對18世紀中葉以後的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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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社會影響很大。在女性社會的吸引下，澳門開始

了從東亞古老的葡人貿易據點向西方僑民聚居區的

功能性轉換。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葡萄牙

人的貿易衰落了，但澳門卻繁盛起來。”（52）澳門居

民和政府主要不再靠那些早已萎縮的貿易航線來維

持生計（祇有澳門－望加錫－帝汶等個別航線仍在

苟延），而是靠來澳外人的消費求得生存，航運業

的主要服務物件也由葡人自身貿易轉變為給它國商

人提供航運租賃業務。女性就是磁場，就是引力

線，由此引得來澳居駐的外僑大幅增長，林林總總

的來自各國的商人、政客、水手、外交家、傳教士

等等大多樂不思蜀，簡直就把澳門當作了第二故

鄉。面向外僑的服務行業也應運而生，成為澳門經

濟復興的一大支柱。1827年的史錄是：葡僑的“大

部分藉他們的土地所有權的獨佔為〔維〕生”，向

各國來澳人員出租房屋，“澳門最近盛行房屋投

資，現在留居澳門居民的唯一可靠的資本投資辦法

就是出租房地產”。1832年，僅外人向當地居民支

付的房租一項就超過了30,000元（53），如果再加上倉

庫租金、代理傭金、租船運費以及常年居住在這兒

的吃穿行樂等各項生活開銷，那將更是一個難以估

量的鉅數。旅館業、倉儲業、代理業、金融業、出

租業等等外向型行業蓬勃發展。外人洋婦的大批入

境，也推進了澳門若干傳統施政向更加開放的層面

轉移。1758年3月，葡澳當局頒令給予華籍奴僕以自

由身，並禁止再從帝汶等地輸女奴入澳，這些法令

不能說已令行禁止，但的確使澳門長達一二百年的

奴隸販運受到某種禁限，人群的往來更為平等自

由。（54）凡此種種，使澳門演變成為一個多人種、民

族、宗教、語言，人文精神和風俗習慣混雜共處光怪

陸離兼容開放的特殊社區。這便形成澳門的特色所在

與魅力所在。澳門由此實現了城市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的第二次開埠，這在澳門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

適應外僑的娛樂業也逐步成為澳門的另一支柱

產業。各國婦女居澳促進了澳門的“繁華”和“吸

引力”，提高了澳門女性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澳門進而成為一個供外僑鬆弛精神放浪形骸的銷金

窩，成為遠東地區最著名的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

“僑民從廣州商館一個‘季度’的圈禁生活中逃出

來，在這講究儀表和禮節”之地，沉迷於純歐州式

的享樂。（55）音樂會、化妝舞會、賽馬賭博、業餘戲

劇、油畫展銷、遊覽觀光令人目不暇接，正是一片

所謂“男女喜歌舞佚蕩”（56）的景象，夜夜笙歌，日

日歡場。這些產業類型奠定了此後澳門城市發展的

基本模式，至今仍能溯其淵源流變，見其歷史影

響。依賴於這些，從18世紀60年代後，澳門基本擺

脫了難乎為繼的經濟窘況，社會多元化的色彩更為

濃重繽紛。即以最易反映一個城市外部表徵的服飾

而言，各國來澳婦女的穿戴打扮便表現出外露、性

感和多樣化的特色，儼然滿眼一派世界服裝博覽景

觀。於此，時人多有描述，如《皇清職貢圖》云：

婦螺髮為髻，領懸金珠寶石，上衣下裳，

用錦帕覆背，謂之巾縵。⋯⋯夷人所役黑鬼

奴⋯⋯通體黝黑如漆，惟唇紅齒白，戴紅絨

帽，衣雜色粗絨短衫，常握木棒。婦項繫彩色

布，袒胸露背，短裙無褲，手足帶釧。⋯⋯大

西洋國女尼，以白布纏領及胸，緇縵緇衣，革

帶革履。⋯⋯小西洋⋯⋯夷婦青帕蒙首，妷長

衣，圍錦服於前，喜執繡譜，以習針黹。英吉

利⋯⋯婦人未嫁時束腰，欲其纖細，披髮垂

肩，短衣重裙，出行則加大衣，以金縷盒儲鼻

煙自隨。法蘭西⋯⋯夷婦裝束亦頗與荷蘭諸國

相類。荷蘭⋯⋯夷婦青帕蒙頭，領圍珠石，肩

披巾縵，敞衣露胸，繫長裙，以朱革為履。（57）

《竹葉亭雜記》云：

婦人裝束悉與洋畫同，其髻式與內地無

異，但無尾耳。囟前留垂髮二寸許，被與額

上，如內地未嫁女子之看毛，髮鬈如畫獅，即

《詩》所謂“捲髮如蠆”也。生於其國者，髮

淺絳色而目光綠。生於澳門者與內地同。淺絳

者天然鬈毛，黑者則盤束而成矣。女之大者，

兩肩被以水紅綢及乳，如雲肩而無瓣。聞富者

仍如金繡，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於衣外。女

之幼者，垂以褲角，布之細如蟬翼。（58）

《澳門記略》云：

女則隆冬惟一衫，僅及腰。下裳三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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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膝，一掩脛，一覆其足，以五色洋絹為之。

髻盤於額，希用簪，無耳，為華靨，貼穿孔前

後。手金釧。初皆跣足不襪，近有丹其革以為

履者，然短不納趾。出則以錦帕蒙諸首，謂之

巾縵。（59）

林則徐1839年9月在澳門視察，對當地居民的裝

束也頗有觀感：

惜夷服太覺不類⋯⋯，婦女頭髮或分梳兩

道，或三道，皆無高髻。衣則上面露胸，下面

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擇，不避同姓，真夷俗

也。（60）

開放後的澳門女性的穿戴曾被教會人士斥為

“不倫不類”。1779年4月8日，為抗議教會某些人

士的指責，澳門居民特遞交一份長篇說明書，聲明

該地婦女的服飾既受到歐洲人、也受到亞洲人、還

有美洲領地的影響。在澳門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

中，“這種穿戴是合法的”，無可非議的。（61）

澳門女性的居多也使得婦女在當時澳門社會中

的地位見重。這在較為尊崇女性的西方人看來尚屬

正常，但對深受男尊女卑傳統觀念影響的國人看來

就很覺新鮮，甚或激起某種大逆不道的反應。“夷

俗貴女賤男。生女則喜，長則贅媒入其家為後，生

男出贅他氏”（62）；“夷人重女，輒以家財過半給

之。丁男賤若奴隸，娶則家政一稟於妻”（63）。當時

有新潮思想的人對此重女輕男的風俗頗有稱道者，

賦有詩云：“生男莫喜女莫悲，女子持家二八時。

昨暮剛傳洋舶到，今朝門戶滿唐兒。”（64）迎來送往

全由家中的婦人操持，“交印全憑婦坐衙，客來陪接

婿擎茶。偶然天主房中宿，便有親知道上誇。”（65）

即便是生意買賣也多由婦女打點，“所積著西洋貨

物，多以婦人貿易”（66），故而在澳門街市上不乏

“日中交易女商人”的情形。（67）在擇偶婚姻問題

上，女性也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是主宰權，“婚姻

不由媒妁，相悅則相耦。”（68）西人的婚俗也給國人

以好奇的感受，“女年及笄，父母與擇偶，通知子

女，如允從，女則解戒指以定。男媒聞於僧，僧訪

無故舊之親，方准其匹配。至婚期，媒引男女至

廟，僧即面問：你夫婦日後有無怨悔呢？均曰無

之。僧誦經文，令媒引其齊至女家，設席以待，父

母姊妹將女送至男家，亦設席，名曰交印”（69）。澳

門西俗在異性交往的問題上也較為開通，在禮拜或

重要的節日前，“先一三日，夷婦相率浴於河，意

在潔而事近褻，俱以青帕一方覆身首。”（70）因為西

人禮數多與華風相左，為中國禮教所不齒：

婦人與人有私，遇禮拜時必跪白於和尚

（教士）前，蓋求和尚申天主莫之罪也。婦人

最重者兩乳，惟本夫得撫摩之，若以唐人私，

和尚問以曾否撫乳，如曾撫及，即誡以下次不

可，當即懺悔，其婦亦唯唯而退。⋯⋯又其

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與外婦私，其婦約束

極嚴。而婦人隨所愛私之，其夫不敢過問。若

其夫偶回本國，往來需時，必托一友主其家。

其友三四日一過宿，若逾多日不至，婦則尋

至，責以疏闊。其夫婦問友之往來疏密，密者

即為好友，疏者不與之交矣。習俗所尚，全與

禮教相反，此天之所以別華、夷也。番婦見

客，又有相抱之禮。客至，婦先告其夫將欲行

抱禮。夫可之，乃請於客。客亦允，婦出見，

乃以兩手搴其裙跳其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

接以吻，然後抱其腰。此為極親近之禮也。（71）

所言未必全然真確，但確也在某些方面道出了西俗

與華俗的大異其趣。（72）此間中西風俗的隔膜雖然常

有，但多元的社會氛圍已經形成，並且難予阻斷。

在澳門史上，就曾出現過天主教會對居澳中國人娛

樂方式進行反對而屢遭失敗的事例。18世紀早期，

澳門就發生過教徒推翻中國人演戲舞臺的事件，此

舉隨即被各方認為很不明智。1736年，負責代管澳

門的葡屬果阿總督發出訓誡：“命令教區參議會譴

責代理主教，勸告他以後不要干涉類似的活動，並

熱情地把一些他認為適當的做法告知議事會和（澳

門）總督。”1758年3月18日，宗教裁判所又下令

“不得容忍任何表演和遊行”，但是葡澳當局的幾

個認為葡人無權對中國人行使司法管轄權的官員感

到此舉有些出格，他們仍舊“十分謹慎地默許了中

國人短暫的娛樂活動”。1780年，在宗教裁判所居

澳代表的煽動下，議事會責成葡澳當局官員拆毀中

國人舉行節慶的戲臺，但是當時中國的地方官員已

經批准增高戲臺，要拆除勢必引犯眾怒，於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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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勸告葡萄牙人，不要以無節制的偏激行為來激

起公憤”。在此情勢下，教會方面才感到他們已無

法“阻止已經準備好的異教節日活動在城內出

現”，祇得改變策略，不許教徒觀看這些活動，

1816年4月15日，澳門主教和幾位副職神甫在全澳各

教區公佈了告誡書，要求“所有的基督徒，為了拯

救自己的靈魂，在中國人遊行隊伍通過時（為慶祝

媽祖神誕），不能在街上或透過百葉窗簾偷看”，

違反者將被處以革除教籍的嚴厲懲罰。即或如此，

“但這項懲誡無法實行，因為在基督教徒總人數

中，也許不到五十名為成年人，他們能夠抑制誘惑

的衝動。然而，其他人卻認為觀看是一種享樂。中

國人的儀式太隆重了，整整持續了三天。晚上，可

以看到市場上燈火通明，正在表演滑稽而有趣的中

國戲”（73）。這一持續了近百年的衝突事件的結局說

明，人種的混雜、文化的交流、習俗的融會已使澳

門多元開放的社會範式漸成定局，任何以宗教和行

政手段來進行強制干預的做法都是反歷史潮流的，

最後必以失敗告終。

女性產業發達的另一反映是各色妓院業的滋生

蔓長。澳門的民風歷來比較隨意開放，早在16世紀

中葉，一些外籍商人就“已多年不進行懺悔，而且

也不從事神聖的職業。⋯⋯還有些人甚至成天同他

們僱來工作的一些亞洲姑娘鬼混在一起，無視道德

和宗教規範”。從那時開始，居澳的“葡萄牙商人

通常都有幾個在東南亞各口岸買來的女奴”，以至

於耶穌會“為規範這個新城鎮的道德”，而將600多

名亞洲女奴從澳門航運到印度，“在她們中間，有

兩百多個是陷入情網最深，因而難以運走的女

人”。（74）澳門面向全體西人開埠後，這方面的情況

又有了惡性發展。由於來澳外人（外商、水手等）

多為男性，每每流動，且多單身在外，難免孤獨。

於是形成了澳門的定居女性為外來的流動男性提供

性服務的狀況。格林堡（M.Greenberg）說，澳門的

“巨大吸引力之一就是女人異常之多，很多不遠千

里而來的船員和商人依靠麥尼克行（英國對華貿易

洋行）支付定額的款項來維持他們在澳門的‘受扶

養人’。”（75）洛比茲（E.Roberts）1832年提出的

報告把澳門同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並列，稱為是當

時“世界上最傷風敗俗的地方”（76）。而亨特（W.

C.Hunter）也指出：“澳門當時是東方的避難所，

不分良賤，向所有的人開放。所以有俗言說，澳門

是負債者和冒險家的樂園。”（77）“東方蒙地卡羅”

的奠基正肇於斯時。文學的狀物描摹每每是生活的

真實寫照，描寫歌女洋妓的豔詞淫詩成為此間澳門

詩壇久盛不衰的一大主題，澳門的藏污納垢也每每

引出正人君子的憂慮。例如梁喬漢詩云：

妓館迷離客棧旁，沿門倚笑競時妝。

年來衣飾翻新樣，錯認歌場即戲場。

酒樓歌館月明中，釧響衩光醉臉紅。

曲罷燈闌人已杳，歡場未免太匆匆。

往來嫖賭最豪奢，客棧租錢不慣賒。

地段無多生事少，竟然消費十餘家。

冰綃障面盼多姿，腰細湘裙疊雪垂。

漫說珠娘佳麗盡，西方原有美人思。（78）

金采香詩云：

跣足淩波意欲仙，湘裙纏裹亦翩翩，

洞藏春色深如許，漫道嫦娥愛少年。

浪遊鏡海正秋深，偶被情牽不自禁，

莫訝詩成多綺語，死灰無復戀花心。（79）

黃鳴時、黃呈蘭詞云：

珍禽異獸他邦至，嶺聳蓮莖濕青翠。鬼婦

華幔偏嫵媚。滿胸纓絡，一襟蘭麝，端的令人

醉。（80）

李遐齡詩云：

海上飛樓唇結成，央徒嬌唱囀雛鶯。

月琴銀甲挑銅線，別是人間幼婦聲。（81）

葉廷勳詩云：

洋蠟高燒鼓吹奇，管弦聲徹夜闌時。

番僧不奉如來戒，笑擁蠻姬酒一卮。

酣醉葡萄興未闌，更逢知己倍加餐。

小蠻亦愛風流客，一曲胡笳共倚欄。（82）

屈大均詩云：

南北雙環內，諸番盡住樓。

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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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

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83）

〈澳門竹枝詞〉云：

遍將薇露灑香塵，一抹肌縵一抹春。

自是寒閨無冤女，天魔爭看散花人。

殷勤賣笑擲千金，婉轉花前學鳥音。

分得柔絲成五色，贈郎還愛縛郎心。（84）

鑒於妓業的雜亂，清政府曾發佈告示：“禁夷匪夷

娼窩藏匪類，該夷目嚴禁夷匪藏匿內地犯罪匪類，

並查出賣淫夷娼，勒令改業，毋許窩留內地惡少賭

博偷竊，如敢抗違，除內地犯罪匪類按律究擬外，

將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人科斷。窩留惡少之夷

娼男婦，各照犯姦例治罪，如別犯賭博、竊盜，其

罪重於宿娼者，仍從重擬斷。”（85）葡萄牙當局也深

感外來人“敗壞當地人的風俗”，為改變澳門的

“名聲”，1776年5月17日，葡印總督下令“不要再

同意任何外國人在澳門居留”。隨即，果阿最高法

院裁決“要求把所有在澳門居住的外國人驅逐出

去”，這無疑是一個將引致嚴重後果的決定。議事

會不敢貿然奉行，轉而徵求澳門本島某些顯赫人物

的意見。一向對澳門事務有重大發言權的天主教澳

門主教吉馬良斯（D . A l e x a n d r e  P e d r o s a

Guimarães）認為果阿當局的命令祇是一廂情願，不

具可行性，因為這不是葡萄牙作決定就行，還涉及

中國政府，鑒於澳門特殊地位，來自中方的旨意往

往是難以違抗的，“十多年來，廣東總督就把外國

人打發到此地，本市不得不接受。”澳門已經成為

中國對外關係程式中一個不能捨棄的組成部分，成

為清朝閉關政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連帶環節。而

且，歐洲各國把澳門視為居留地已是慣例使然，驟

然改變是不可能的，對於澳門本身也未必有利。主

教的結論是：驅逐令“無法執行，至少不宜執行，

因為驅逐提出的理由不符合事實，並且毫無意

義”。（86）但“琵琶女”、“妹仔”、“花舫”等各

種名目的妓業在澳門泛濫，也確實釀生諸多社會問

題，“澳門洋界，以商務著名，近亦凋落，祇賭場

妓院佔多數耳。”（87）為整肅風紀，1791年，天主教

會“認為自己有權拘押那些在淫蕩本性驅使之下幹

出傷風敗俗之事的婦女”，在澳島開辦了“聖瑪麗

妓女收容所”（Asylum of  st. Mary Magdalen，中

文稱“保良局”），“不久就聚集了很多婦女”，

但由於資金困窘，試圖歸化的妓女們的“勞動不足

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她們祇得“被迫重新回復到

她們也許已開始對之厭惡的情況”，重操醜業，這

個被稱為“愚昧的王國”的收容所僅存在了很短時

間，1800年3月12日即由葡萄牙攝政王頒令解散。提

倡此事的澳門主教施利華（D. Marcelino José da

Silva）為此憤而“辭職，回葡退隱”（88）。這種情

況繼續惡化，甚而發展到嚴重危及社會安寧居民健

康的地步。1830年10月9日，清朝官員發佈公告：要

求澳門各色人等“潔身自好”，所有“為非作歹的

花船”須在十五天內離開澳門。1836年12月31日和

1837年8月4日，澳門市政當局鑒於“大批歐式或中

式裝扮的妓女不加選擇地混居在本城各處本份人家

中間，打擾了街鄰四舍的安寧，破壞了豪門貴族的

正派名聲和社會公共道德”，也連續發佈對妓業進

行約束管理的法令，惜收效有限。直到1851年〈關

於澳門妓業第一號規章〉的出臺，這方面的情況才

有所收斂納入規範。（89）

此外，澳門女性社會的畸形發達還引出了諸多

社會問題。一是奢靡之風盛行，澳島居民“性侈，

稍贏於財，居室服飾輒以華靡相勝。”（90）“夷人好

治宅，重樓疊屋，多至三層，繡闥綠窗，望若金

碧。”（91）澳門又是各國來華外僑的居留地，“不特

澳夷為然，即通商各國富民，多半來華貿易，蓄資

財，擁妻子，蓋洋樓，造花園，大有聚國族於斯之

意。”（92）二是澳門女性的畸多也給社會的穩定帶來

了麻煩，男性季節性的外出，每當要乘夏令季風返

回澳埠時，“則婦孺繞舍呼號以祈南風，脫卒不

返，相率行乞於市”（93），“澳夷中已有流為乞丐匪

類者，行乞之夷婦尤多”（94）。婦女們生計無着，祇

得逼良為娼或墮落為丐幫，這又是經濟環境的逼迫

使然。對於丈夫外出而產生的生離死別，不乏離愁

詩歌的詠歎：

少婦凝妝錦覆披，那知虛髻畫長眉。

夫因重利常為客，每見潮生動別難。（95）

男性外出或男性居少使家庭的建立或穩定成為問

題，“夷少男而多女，又多挾資遠出，累歲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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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苦於漢奸之誘拐。”（96）致使“漢奸無因誘拐夷

婦”成為澳門突出的一種社會現象。（97）而葡萄牙婦

女每每以與華人婚配為榮，“得一唐人為婿，舉澳

相慶賀。婿欲歸唐，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髮鬈

而黃，遂為真番人矣。”（98）這是說華人娶葡籍婦女

為妻的情況，由於澳門成為各國來華婦女的聚居

地，更多的還有在澳葡人娶外來婦女為妻的情況：

在澳葡人的這種生活不久又因婚姻關係而

得以加強。馬來人、中國人、日本人和來自其

他各地的婦女成為他們的配偶，他們的子女的

母親，而這些子女的後代也許仍然是這一社區

的成員，他們的後裔與眾不同，被稱為“混血

兒”。⋯⋯他們與葡萄牙後裔一樣，也是“自

由市民”。（99）

在這樣的社會和時代氛圍中，土生葡人社群的產生

當不是偶然，從中亦可窺見女性社會的發達對澳門

歷史產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因此前外國婦

女進入中國口岸問題成了中國與西方最激烈爭執的

焦點之一，西方人以此詆譭中國政府及其體制的

“野蠻性”，大肆渲染清朝對外國婦女的禁令是

“不人道的”、“使人討厭的”，並將中方對此的

管理章程作為“力請英國政府要求補救時，被用作

訴苦的有力理由。因此它們得到所有討論中國對外

關係的作家的詳細論述”（100），進而煽動反華的戰

爭情緒。所以在鴉片戰後強迫清政府締結的〈南京

條約〉第二款中便明確開載：“自今以後，大皇帝

恩准英國人民帶同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

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口岸。”（101）自此，

外國婦女以“帶同家眷”的身份進入中國大陸。從

此澳門也不再享有來華外國婦女唯一合法居留地的

特殊地位，澳島男女性別比例逐漸走向平衡，澳門

女性人口畸多和女性社會異常發達的狀況因此而有

了很大的改變，漸趨正常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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